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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戊戌维新派以至早期维新派着眼于使祖国富强而呼吁振兴教育，创办学堂；那幺，此时的有识之士除了继承这一思想传统外，又明显带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时代色彩。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达到新的水平。近代之初，西方殖民者为了配合其经济掠夺，除了武装入侵外，还进行传教活动。反洋教斗争使之感到单纯利用宗教进行精神侵略行不通了。一位外国人承认，因传教使中国人反感，所以在沿海省份“皆舍宗教而专一言教育”。​[8]​义和团运动迫使西方世界改变对华政策，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人民并非软弱可欺，武力瓜分是行不通的，要控制四万万生灵，除了变清王朝为驯服工具外，还要使中国人民成为俯首听命的顺民。为此，他们由主要以武力的征服，转为文化蒙蔽。有识之士洞察这一罪恶阴谋，指出，“庚子以后，彼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9]​。
    他们揭露自英人以教会偿款在太原设学以来，各帝国主义竞相仿效，接踵而至，而各省教会托名善举，“创办私校者更不可胜数”，因其学费之低廉、校规之整肃，“讲授之勤、卫生之纤悉”，吸引我众多平民子弟。他们担心不要十年，“委巷阛阓之童孺，将尽舍国庠而入西校矣。”​[10]​他们还揭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以教师身份进行俊略的行径。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了培养通华语的海关人员，往往将向他求事的西人先使入同文馆为教习，“名为以西学授生徒，实则藉生徒以习华语”，待通“问对”，则调司税务，又换“新至者”​[11]​,达到其经济侵略之目的。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各帝国主义声称以“启牖华人”为天职，其“以皋比讲授之仪，代利砲坚船之用”的勃勃野心，溢于言表。帝国主义“争谋我教育权，其积虑处心，较诸他事竞争，尤阴鸷而险狠”，名义上是“扶植中国文明，实行博爱主义”，实则借“教育”“挑起我国人种族之恶感，而离析其敌汽同仇之心志”，以实现其豆剖瓜分之阴谋诡计。​[12]​如果全国的教育权尽握于外人之手，怎幺能成其国呢？“前途之危，宁甚于斯”，他们急呼：“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危”​[13]​矣！









    在改良者们看来，国家的强弱盛衰体现在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上，“一国程度之高，不高于少数秀杰之天民，而高于多数寻常之编”。​[24]​中国目前的状况，即使培养出象我国古代孔子、老子、孟子，或西方的苏格拉第、柏拉图、卢梭那样的伟人，亦无济于一书。“世有一圣人，不如得百学圣人之人，世有百圣人，不如千万读圣人之书之人。”​[25]​他们反对封建教育只培养少数人，提出扩大受教育的范围。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试图与封建蒙昧主义争夺国民，进行普遍启蒙。然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意识在近代社会仍流毒深远，“要科名的读书，不要科名的就不读。他们指出，国家民族沦到这种地步，都是读书专为科名的恶果。提倡“读书不专为求功名。”​[26]​呼吁全国都来重视国民义务教育。这无疑是对封建读书做官观念的鞭挞。
    改良者们强调每个国民都要接受国民教育。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者一二，未受教育者八九，则已受教育者且必同流合污，举其所得之知识，渐归于消灭。”不仅男子，女子也要接受教育，四万万同胞，女子居半，如果“受教育者半，未受教育者半，则国民之脚力，必为未受教育者所牵掣”。​[27]​
    19世纪90年代，早期维新志士开始注意女子教育问题，陈虬、陈炽、郑观应等著文阐发振兴祖国不可忽视兴办女学。戊戌维新时，兴办女学的呼声渐高，不似梁启超等人通过报刊宣传振兴女学，而且有些女子如康同薇、李蕙仙等也走向社会，创办《女学报》，激扬文字，慷慨陈词，为享受与男子一样的教育机会，为救国而呼吁。通过努力，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校——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意义上妇女觉醒的第一声。二十世纪初，女学的呼声更为激越，更多的女子觉醒了，她们步出香闺，冲向社会，同男子一道为女子教育，为拯救沉沦的民族呐喊！人们明确把兴办女学同争取女子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联在一起。如爱国女校标榜其宗旨是“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28]​表明妇女们要挣脱封建礼教的羁绊，要改变千百年来被视为男子的牛马、奴隶的命运，要求男女平等，享受同样的国民权利。改良者们指出女子不受教育的害处，认为妇女不学，愚昧无知，“风俗奚自而改良，社会奚自而进步”？​[29]​从实现君主立宪的角度看，如果把女同胞排斥于国民教育之外，无知的女子将会影响男子，使之失去立宪国民资格。宪政将何以实现呢？况且举国男子未必都合乎立宪要求，中国男子疲苶有素，如不用女性“情意优美，志趣专一”的特性去策励他们，(P.140)恐怕“终无起锢发蒙之一日”。男子只有受直接教育，又受女界影响，才能日见进步。就是说，女子除了自身要觉悟，还要影响男子觉悟，因此“兴女学比兴男学尤亟”。​[30]​使女界养成国民资格，才能保证男子具有历民资格。这样，宪政的前途才大有希望。
   在资产阶级改良者看来，中国妇女是一支强有力的劳动大军，然而封建社会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戊戌维新时，梁启超等人曾以“生利分利说”分析中国贫困的根源，指出，造成这种一人养活数人的状况，“其根源非一端，而妇女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因为二万万女子“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31]​二十世纪初，连妇女们也认为，造成生利少，分利多的主要原因在于“男子力耕，女子坐食。”她们说，外国男女平等，各有生计，不专靠男子过活。如日本的炮兵工厂有女子做工，邮便汽车有女子管事，等等，因此国势发达。​[32]​且不管这种解释是否科学，然而它反映了近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振兴民族经济的迫切心情，则昭若日月。
    要发挥女子的作用，必须让她们具备有自食其力的知识。女子能学好知识吗？改良者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对女子的聪明才智坚信不疑，梁启超曾说，只要女子接受教育，可以断言：“往往有男子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33]​妇女们也自信具有“固有的聪明，天赋的知识。”，​[34]​她们认为自己能够象历史上班昭、花木兰、梁红玉那样成就一番功业。封建礼教以女子无才为德，反对妇女接受教育。戊戌维新时，康同薇等女子敢于离经叛道，大胆论证才同德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35]​二十世纪初，女子们不但针锋相对地提出“有才然后有德”的反命题，而且无情地嘲笑与鞭挞程朱理学，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是宋代“腐儒”捏造的，数百年来，腐恶的儒生众口相传，如“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把我们女同胞害得人人没有知识，没有学问。”​[36]​他们谴责宋儒是“始作诵者”，没安好心！​[37]​可以说这是五四时期妇女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前奏。
    改良者还把兴女学提到关系“强国强种”的高度。认为现在是“学问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不论男子无才不能独立，就是女子无才也不能成立的了。”​[38]​无论就眼前的强国，还是就长远的强种族而言，兴女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天天叫嚷要对我因实行“百年灭种”政策，我们要准备与之长期竞争。因此，必须培养“文明的种子”、“优胜的后代”，即造就好“第二国民”。要培养好第二代国民，关键在于女子教育。如果“一女不学，则一家之母无教；一家之母无教，则一家之子失教，积人成家，积家成国，有学无学，受教失教，优劣相形，胜败立判。”​[39]​他们认为要培养“贤子孙”，使我们民族立于优胜不败之地，与欧美民族相抗而超越之，必须振兴女学，以端天下母范。女子们也意识到，救国之责，不容旁贷，否则，“将来亡国之咎，男女各居其半”。她们呼吁女伴们：“莫丧失固有的聪明，天赋的知识，共结团体，努力求学，战胜各国女子……切莫妄自非薄，一误再一误。”​[40]​廿纪争存事，青闺要分享！”​[41]​必须指出，改良派强调女学的兴废，不但关系到眼前国家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而且关系到种族强弱的长久之计，认为女子受教育与否，决定能否培养“优胜的后代”。这些主张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戊戌维新时，严复接受了西方斯宾塞的观点，提出从力、智、德三方面提高国民素质。这种见解，此时不但为梁启超的《新民说》所吸收，而且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改良者普遍认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造社会、强国保种的要素。”​[45]​国民教育应该努力使男女学生在三者上都得以发展，只有本着这个原则，才能培养合格的国民。他们说本来国民教育德、智、体三者并重，但今日我国之教育尤当注意德育，应把德育放在首位，智育次之，体育又次之。甲午战后，严复鉴于当时吸鸦片摧残男性身心健康，缠足恶习摧残女性的身心健康，导致“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同时，他认为，没有健康的体魄，学问再好也不能保国强种。所以把“鼓民力”即“体育”放在首位；而以“开民智”次之，认为西方的政治都导源于学术，中国人的道德不良主要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只要民智提高了，实行君民共主的政治，民德也就随之改变，故置“新民德”于第三位。​[46]​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以矮小的身体战胜“体于长大”的俄国人，动摇了严复先前的看法，他认为，“竞争之场，徒云强硕，尚未足耳”。中国有四万万人，即使不重体育，“国无忧其寡弱”。况且“言智育而体育之事固己举矣”。就是说，只要民智提高了，人们懂得讲求人体卫生，身体素质自然增强。他又认为，科学日进，新器发明日多，如果缺乏道德，人们将会以新器残杀人类；而且中国现在人心涣散，不能团结，“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故“德育尤重智育”。​[47]​可见此时严复也把德育放在首位。这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其实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忘记把灌输本阶级的思想政治、道德规范的德育立于教育的头等重要位。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家赫尔巴特承认，“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中——道德。”“道德教育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最高目的。”​[48]​因为它决定培养的人才能否为本阶级服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亦不能例外。据此，他们指出，中国千百年来号称“礼仪之邦”，讲求“存心养性”，修养私德，试问于社会有何益呢？只能造成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但求一己之尊荣，何妨置众人于鼎俎；但顾一身之祸福，何妨推济辈于井石”。​[49]​现在的世界是以种族、人群相竞争，“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只有“合群”，才能强国保种，而我国国民自私自利，不能合群。所以要对（P.142）国民进行资产阶级思想政治、伦理道德教育，以去“自利自私之见”，还要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以“铲除”日见滋长的奴性，​[50]​使国民“知耻”、“知愤”，激发其爱国保种之心。从而增强其“合群团体”的能力，“使中国四万万人于一心。”对儿童，老师要采用讲故事，陶冶其思想情感，从小树立其“忠公爱国”的风尚。改良派还特别指出，道德教育要使妇女树立完全的人格。他们希望国民能养成具有博爱精神与爱国思想的新公德。
    至于智育，他们认为，首先要使每个国民都识字，如果“连字也不认得，哪里还晓得保中国的道理呢？​[51]​认得字后，再教以浅显的政治、法律知识，使他们懂得支持立宪，明了国家颁布的法令，不至妄加反对；同时也能使他们实享选民的权利，否则连秉笔书名投票都办不到，还成什幺选民。还要教以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使学生“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物性，无不明于心而体于身”。​[52]​只有掌握了初步的自然与社会知识，才具备国民所应有的智能。基础打好了，有条件的可以升学，无法升学的也能从事一些谋生的实业。我们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幺美妙，“从事一些谋生的实业”，不过是做大机器生产的“奴隶”而已。





      “教育救国”思想的要害在于忽视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决定作用，而片面夸大教育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根本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只有革命。教育虽然能推功政治斗争，却不能取而代之。改良者们本末倒置地把教育视为“救国不二法门”是错误的。同时，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培养人的社会化生产，而中国近代历史的步伐太急促了，不允许人们作从容不迫的“补天”。改良者们要青年志士埋头书斋、读书救国，正如决西江之水，活涸辙之鱼，焉能救燃眉之急！
      “教育救国”在本质上是改良的，在社会上还没有比改良更进步的主张之前，当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并提上议事日程之时，主张“教育救国”，强调兴办教育，培养英才，改造国民性，进行广泛的启蒙，无疑是进步的。1903年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为更多的人所接受，革命势在必行，鼓吹“教育救国”，对(P.143)革命不免有某种阻碍作用。然而我们不应忽视，此时改良派以教育为手段所作的思想启蒙工作远较革命派为多，在理论与干部方面相当程度地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嫁衣裳”。没有“秀才”，造反不成！
    社会不可一日无教育。文化教育具有连续性与历史继承性。历史上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以先前阶级的文化教育水平作为自己的起点向前推进的。对于那些主张“教育救国”，而投身教育事业的人们，只要不是蓄意破坏革命，基于教育职业进行救国，虽然救不了国，但以此尽赤子报国之心，又何罪之有？许多人正是在“教育救国”思想驱使下，选择教育作为终生职业（包括教育家与一般教师），他们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应予充分肯定。
    在改良派教育救国声浪的推动下，全国办学形成热潮，1898年，全国各省学堂不上百所，​[54]​到1909年全国各类学校约57,000所，总学生数160余万。其中中学以上程度者约1万余人，公、私立小学约147万人。​[55]​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之前，教育要有大的发展，要普及国民义务教育只能是幻想。旧中国“教育救国”的呼声绵绵不绝，终成一席废话​[56]​，多少人因此抱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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